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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基于川渝地区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对比分析

康继军a,b,郑维伟a,牟　 薇a

(重庆大学
 

a.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b. 能源经济研究院,重庆　 400044)

摘要:经济集聚和乡村振兴作为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重点问题和现实诉求,二者能否“相得

益彰”备受关注。 虽然现在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贫困陷阱” “顽固贫困”以及“贫困代际传

递”等关键问题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实现传统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

的相对贫困桎梏和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文章在空间经济学理论

框架下探讨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机制,认为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

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同时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 作者以西部经济最活跃、贫困问题相对突出

的川渝地区 218 个区县为样本,将反映地理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对上述

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发现:对全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民

的增收减贫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存在路径依赖和“滚雪球”特征,具有长期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可
以显著促进农民增收,但其短期效应并不显著,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是较长时期内地方政府必须加以

重视的工作重点。 对传统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分样本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

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空间非对称性特征,“经济集聚中心”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明

显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特征,经济集聚不仅不能有效促进边远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当地农村居民收入状况的恶化。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认为在肯定经济集聚对农

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后脱贫攻坚时期,既要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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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集聚的广度和深度,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在减贫效果上的差

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切实做到持续改善贫

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关键词:经济集聚;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减贫效应;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空间非对称

中图分类号:F320. 3;F3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5-0037-17

一、问题提出

中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务委员会上强调,在现行标准下中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

性整体贫困。 虽然脱贫攻坚任务业已完成,考虑到客观存在的“贫困陷阱”
 

“顽固贫困”以及“贫困

代际传递”等关键问题,实现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是破除连片特困地区的相对贫困

桎梏[1] 、防止返贫的关键突破口[2]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相关学者和政府部门中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经济集聚来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的收入增长,认为这可以成为一种长效机制[3-5] 。 然而,实现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的艰巨性表

现在特困地区分布的集中连片以及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 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颁布实施以来,国定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例仍然过半,且有持续上升的态势;
贫困县地区仍然面临着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的问题,与全国整体经济发展形成了强烈反差

(表 1)。
表 1　 全国农村与扶贫重点县贫困数据对比表

年份

全国农村 扶贫重点县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农民收入

(元)

贫困人口

(万人)

贫困发生率

(%)

农民收入

(元)

扶贫重点县

贫困人口占

全国的比例(%)
2002 8

 

645 10. 2 2
 

476 4
 

828 24. 3 1
 

305 55. 85
2003 8

 

517 9. 8 2
 

622 4
 

709 23. 7 1
 

406 55. 29
2004 7

 

586 9. 2 2
 

936 4
 

193 21. 0 1
 

585 55. 27
2005 6

 

432 9. 1 3
 

255 3
 

611 18. 0 1
 

726 56. 14
2006 5

 

698 8. 2 3
 

587 3
 

110 15. 4 1
 

928 54. 58
2007 4

 

320 6. 8 4
 

140 2
 

620 13. 0 2
 

278 60. 65
2008 4

 

007 6. 0 4
 

761 2
 

421 11. 9 2
 

611 60. 42
2009 3

 

597 4. 6 5
 

153 2
 

175 10. 7 2
 

842 60. 47
2010 2

 

668 4. 2 5
 

919 1
 

693 8. 3 3
 

273 63. 46
2011 12

 

238 12. 7 4
 

853 6
 

112 29. 2 — 49. 94
2012 9

 

899 10. 2 7
 

037 5
 

105 24. 4 5
 

209 51. 57
2013 8

 

249 8. 5 9
 

430 4
 

279 20. 2 — 51. 87
2014 7

 

017 7. 2 10
 

489 3
 

649 17. 5 6
 

717 52. 00
2015 5

 

575 5. 7 11
 

422 2
 

893 13. 7 7
 

543 51. 89
2016 4

 

335 4. 5 12
 

363 2
 

219 10. 5 8
 

355 51. 19
2017 3

 

046 3. 1 13
 

432 1
 

603 7. 6 9
 

377 52. 63
2018 1

 

660 1. 7 14
 

617 — — — —

　 　 注:1. 数据来源于 2003—2018 年《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其中 2011 和 2013 年的部分相关数据未公布;

2. 2018 年的部分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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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实引出了一系列问题:经济集聚是否一定有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在经济集聚

水平较高的川渝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同地区经济增长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为什么经济集聚水平高

反而不利于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在各种区域层面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得不对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的贫困与非贫困地区实行同一政策,这种“一刀切”政策是否会使不属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

及“插花式”贫困地区的贫困人群被排斥在发展之外而不能享受到经济集聚带来的政策红利? 最

后,考虑到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会随距离增大而衰减的事实,“经济集聚中心”外围的农村居民

又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实现收入增长目标?

二、文献综述

现有农民增收及脱贫效应研究主要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前者证实和肯定了国家相关扶贫

政策[6] 、财政金融发展[7]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提高[8]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积极作用。

后者从微观层面出发,强调农户和贫困人群可通过外出务工和迁移等行为抉择[9] ,享受城市经济发

展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实现自身人力资本[10-11] 和社会资本积累[12] ,最终达到提高自身技能和主动

创造财富的理想效果。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认为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增长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消除贫困的关键

途径。 一方面,以 Krugman[13]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对经济集聚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了

深入研究,认为位于集聚中心地的企业可通过分工合作、供应商共享、劳动力市场资源匹配效率提

高、知识积累创新等方式实现集聚中心地区企业生产率提高,实现区域经济增长[14-15] ,同时也产生

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16-17] 。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认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于农业收入与非农就业收

入两个方面,故农民增收问题实质上是解决好农民的就业问题,认为依赖于区域经济增长的非农就

业收入已成为推动农民增收的关键途径[3] 。 具体来说,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业发展和经济

集聚,而经济集聚又吸引大量不同技能人群涌入,反作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形成城市化与经济集

聚相互推进的正反馈循环。 随着城市化水平提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及贫困地区医疗卫生状况

改善,贫困地区农民增加其收入的渠道与能力得到拓宽,特别是增加工资性收入的能力得到不断提

高[18] ,经济集聚地区的“窃取效应”可通过劳动力市场共享为农民工带来增收效应[19] 。

尽管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经济集聚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由于经济集聚空间扩散性及随距离衰

减特征的客观存在,导致深度贫困地区无法真正享受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红利[20] 。 Partridge

和 Rickman 研究发现,尽管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美国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强劲和减贫成效显著的双

重特征,但在偏远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贫困发生率随着与大城市距离的增加而

显著上升,该研究将这种现象归结于城市群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以及不完全通勤和迁移

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减少,认为只有处理好偏远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才能最大程度减少贫困[21] 。

可见,虽然较为普遍的观点都认同经济增长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但经济增长的

外部性更多惠及的是普通程度的贫困人群,深度贫困地区贫困人群很难从中获益[22] ,一味盲目追求

经济增长,可能导致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3] 。 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虽能更显著地促

进当地及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但对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影响效果极其微弱,甚至有负影响[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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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现有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其一,缺乏对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并实现脱贫的理论

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系统性研究;其二,现有研究虽然认同经济集聚通过外部性为外围农民带来福

利,但并未对经济集聚的空间扩散性和随距离衰减特征进行经验验证,忽视了经济集聚的边界效

应,研究结论与事实存在不一致;其三,现有研究大多采用静态空间计量模型,没有区分经济集聚对

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长短期效应,影响了结论的稳健性;其四,现有文献未能对贫困县和非贫

困县地区的异质性进行评价,导致一般性结论的笼统化,使扶贫政策不能有效识别和向贫困地区倾

斜,不利于农村防贫困、农户促发展,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三、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理论机制

(一)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相关性

地理空间邻近导致的空间相关性使得某地区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收入产生正负外部

性两种间接影响。 一方面中心地区的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产生正外部性,促进

外围邻近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另一方面外围邻近地区又受到中心地区经济集聚所导致的“虹

吸效应”和“拥挤效应”等负外部性影响,减少邻近地区农民的农业收入和变相增加进城务工人员的

生活成本(图 1)。

图 1　 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理论作用机制①

首先,经济集聚通过“规模效应”实现增加进城务工人员收入的目的。 经济集聚通过分享、匹配

和学习三种作用机制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以及公共设施,使掌握不同技能的劳动

力和掌握不同技术的企业岗位需求间达到更高的匹配水平,增加面对面交流和知识分享的机会,提

高企业劳动生产力[25] 。 同时,禀赋优势、本地市场效应、消费机会和寻租行为会促进经济集聚[14] ,

通过增加农民就业机会和提高社会地位等途径,给农民带来就业和生活环境改善,提高其收入

水平。

其次,经济集聚通过“溢出效应”反哺农村地区,增加农村居民收入。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04

①图 1 的理论机制是作者根据本节相关文献分析,对现有文献观点结论总结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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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在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普遍上涨的客观现实下,
进城务工人员可通过将工资性收入的一定比例汇回原籍乡村,通过赡养父母、养育子女和乡村建房

置业等方式,实现资源的逆向配置和经济集聚外围地区的农民收入增长。
第三,经济集聚带来“虹吸效应”导致农村生产要素向城市转移,降低了农村地区居民收入。 在

中国城乡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现实背景下,受城市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更充足的劳动力市

场需求吸引,农村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和其他非农业生产部门②。 这种由于农村地区劳动

力流失引发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并最终导致农业收入减少的现象,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受

经济集聚的“虹吸效应”所带来的现实困境。
最后,经济集聚还因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等形成“拥挤效应”,不利于农民收入增加。 一方面,由

于进城务工面临较大的个人机会成本,加之城市居住和生活成本较高,导致其陷入决策困境。 另一

方面,中小微企业因其就业门槛低,常常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首选,吸纳了大批农村转移劳动力,然
而受大企业竞争压力,极易出现生产经营困难甚至可能导致破产,最终造成农民工失业、收入来源

阻断和家庭陷入长期贫困[26] 。
实际上,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往往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 从经济地理角度,

某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呈现出明显的空间扩散性和随地理距离衰减特征[20] ,这与空间计量理论的

空间溢出效应概念一致,因此,将经济集聚的空间扩散性和随距离衰减特征纳入空间计量模型,能
够更加合理有效地考察在空间外部性的作用下,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情况。

(二)经济集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空间非对称性

传统空间相关性理论强调,各地区受邻近地区空间溢出效应的作用程度通常是对称的,即经济

集聚的外部性假定不同区域间“运输成本”很小,甚至没有“运输成本” ③。 然而,该假设与地区经济

集聚作用于农民收入增长的现实情况不符,由于深度贫困县地区的要素禀赋、地理条件以及经济环

境等均处于相对不利地位,故其距离经济集聚中心的“运输成本”相对较高,导致无法有效地被经济

集聚的外部性渗透和辐射,因此,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情况往往存在空间非对称性

(图 1)。 即这种空间非对称性体现在经济集聚对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

响具有不同的空间溢出效应。
首先,由于贫困县地区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农产品需求市场,加之

地区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较低,难以形成较高的有利于突破“低收入水平陷阱”的工资水平。
其次,就产业结构而言,由于人力资本市场、金融市场与二、三产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18] ,就西

部贫困县地区而言,当地的教育和研发水平较低,农业、水利、公路、电力以及通讯等公共基础设施

相对落后,不利于知识技术的传播普及,形成“进不来、出不去”的两难困境。
再次,由于贫困地区二、三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集聚中心的先进技术在贫困地区难以

产生好的外溢效应,不利于贫困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发展。
此外,劳动力的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康资本同样是影响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

14

②
③

见《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http: / / www. stats. gov. cn / tjsj / zxfb / 201804 / t20180427_1596389. html。
此处运输成本既可以是实际的货物运输成本,也可以是两地的时间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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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比教育对收入增长的影响效果还要显著[10] 。 由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医疗服

务水平较低,健康状况通过人力资本间接影响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阻碍了贫困地区农民通过劳

动实现收入增长的路径。
最后,传统农业生产仍然是贫困地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由于本地农产品市场规模较小,落后的

交通基础设施不利于农产品对外运输,导致贫困地区农民难以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实现收入增长。
因此,虽然伍骏骞等[5]对浙江省的经验研究认为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同时存在显著的正向直

接影响和正向溢出效应,但考虑到东部省份经济较发达和不存在国定贫困县的客观事实,该结论可

能因为未能识别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差异,导致研究结论与客观实

际出现较大偏差。 此外,经济集聚对邻近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大小将受到各地区“运输成

本”高低的影响,并极有可能最终呈现出贫困县地区与非贫困县地区显著的异质性特征。
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说。
假说 1:经济集聚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对邻近贫困县与非贫困县

具有显著的空间非对称特征。
假说 2:“经济集聚中心”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具有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

四、样本选择、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一)样本选择

首先,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已基本实现了区域整体脱贫,而西部地区的贫困县总数占到了全国贫

困县总数的 70%以上,贫困状况较中部地区更为严峻。 其次,“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西部地区重点打

造了成渝、关中—天水和环北部湾三大经济区,但后两个经济区的经济集聚效应并不显著。 比较而

言,自 2007 年国家发改委批准重庆和成都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川渝地区在

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 在 2020 年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要唱好“成渝双城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使之成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增长极。 川渝地区已日益成为中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区域。
选择川渝地区作为研究样本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其一,川渝地区具有典型的“大城市、大农

村”特征,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缩影。 其二,川渝地区的 66 个和 14 个国定贫困县④⑤(截至

2017 年底)是研究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防贫问题的理想样本。 此外,川渝两地人均 GDP
增速总体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图 2(a)),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多次居全国前列。 然而值

得注意的是,虽然 2006—2018 年川渝地区及全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均呈现出稳步提高态

势,但川渝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普遍低于同时期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图

2(b))。 这种农民收入增长落后于当地整体经济发展的状况,是当前中国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发展陷

入的一种普遍困境,更是新时代中国巩固脱贫攻坚战略成果以重塑经济空间格局的重要突破口。
综上,本文认为川渝地区是最适合探讨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研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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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全国 832 个贫困县名单》,http: / / www. cpad. gov. cn / art / 2014 / 12 / 23 / art_343_981. html。
见《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摘帽贫困县名单(2016、2017 年)》,http: / / www. cpad. gov. cn / art / 2018 / 10 / 18 / art_343_961.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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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国与川渝地区经济发展、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对比(2006—2018)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1.
 

基本模型设定

本文根据前述理论分析,参照陈利和朱喜钢[4] 、伍骏骞等[5]的建模思路,设定如下基本模型:
lnincomeit =β0 +β1 lnedit +β2 lndsit +β3 lncirit +β4 lnfpt it +μi +λ t +εit (1)
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收入(lnincome)。 以川渝地区 218 个区县 2006 年以来各年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衡量,取自然对数处理以消除量纲及异方差问题。
核心解释变量:经济密度(lned),作为各区县经济集聚程度的代理变量。 度量区域经济集聚的

方法很多,如市场规模、城市规模、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以及土地经济密度等。 然而,Ciccone 和

Hall 研究认为,经济密度能够更系统科学地反映区域经济集聚程度,其中,土地经济密度涵盖了地

区生产总值密度、产业密度、就业密度、投资密度、消费密度以及出口密度等指标[27] 。 因此,本文结

合前述理论分析,采用区域生产总值与区域面积之比的对数,即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衡

量各区县的经济密度。
控制变量:(1)工业化率(lnds),采用工业总产值与区域生产总值比值的对数衡量,反映该地区

的工业生产结构。 (2)资本劳动比(lncir),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与县域人口之比的对数

衡量,反映区域内部的经济结构。 (3)人均农业总产值( lnfpt),采用各县域的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县

域人口之比的对数衡量。 考虑到农民收入包含农业与非农业收入两部分,本文借鉴陈利和朱喜

钢[4]的做法加入人均农业总产值以控制农业生产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情况。
其他参数说明: μi 为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固定效应; λ 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下

标 i 和 t 分别表示第 i 个地区的第 t 年。
2.

 

动态空间计量模型

考虑到经济集聚空间溢出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的客观实际,以及经济集聚与农民收入均受到空

间相互作用影响[4] ,为准确刻画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的实际影响情况,本文构建时空交互作用下的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lnincomeit = α0 + α1lnincomeit-1 + α2lnedit + α3lndsit + α4lncirit + α5lnfptit + β1􀰐
n

j = 1
Wijlnincome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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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2􀰐
n

j = 1
Wijlnedit +β3􀰐

n

j = 1
Wijlndsit +β4􀰐

n

j = 1
Wijlncirit +β5􀰐

n

j = 1
Wijlnfptit +μ i +λ t + ε it (2)

ε it = λ􀰐
n

j = 1
Wijε jt +μ it (3)

式(2)中,空间权重矩阵 W 反映了不同空间结构对各地理单元的相互影响情况。
本文选择了三种权重矩阵计算方法:空间权重矩阵 W 1 基于各区县地理重心距离倒数的平方构

造,即 dij 为两地的实际地理距离,各区县地理重心数据来源于 Google
 

Map,并通过百度地图相关数

据进行了验证。 W 2 为基于各区县间交通时间计算的实际距离倒数的平方所构造的空间权重矩阵,

即 dij 为两地的实际时间距离,各区县间行驶的交通时间为 Google
 

Map 查询到的两地行政中心之间

驾驶机动车辆消耗的通行时间。 W 3 为基于各区县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额所构造的经济距离

空间权重矩阵,即 dij 为两地的经济距离, dij =| yi -y j | ,其中 yi =
1

t1 -t0 + 1􀰐
t1

t = t0

yi t , yit 为经济变量,代

表第 i 个地区第 t 年的实际人均收入水平。

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主要是基于如下理由:首先,该模型在考虑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的

同时可检验其动态变化;其次,可分别对经济集聚影响农民收入的短期和长期效应进行估计;最后,
该模型还可有效避免“鸡蛋相生”的内生性问题。

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以川渝地区为研究对象,相关数据来源于 2007—2018 年《重庆市统计年鉴》 《四川省统计

年鉴》以及重庆市 38 个区县、四川省 21 个市、自治州历年的统计年鉴。 重庆市 1997 年直辖后原有

40 个区县,但 2011 年万盛区与綦江县、双桥区与大足县分别合并,由于合并后的万盛区和双桥区缺

失数据较多,故予以剔除;四川省截至 2019 年共有 183 个区县,但广安市前锋区、巴中市恩阳区于

2013 年才成立,且简阳市已于 2016 年改由成都市代管,故予以剔除,最终获得川渝地区 218 个区县

2006—2017 年的面板数据集。 相关空间权重矩阵数据则根据 Google
 

Map、百度地图和高德地图手

工收集整理所得。
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为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进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见表 2)表明,非贫

困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为 8
 

406 元,而国定贫困县的农民人均收入仅为 5
 

083 元,仅为非贫困县地区

60%左右。 对比二者的极值,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农民人均收入的差距接近两倍。 同时,除农民人均

收入外,非贫困县的其他变量样本均值亦同样远远高于贫困县地区,贫困县在社会经济各方面均明

显落后。 特别地,就以单位面积土地经济发展水平所衡量的地区经济集聚程度而言,非贫困县地区

甚至达到国定贫困县的 38 倍左右。 一方面,非贫困县地区由于经济集聚水平相对较高,可以有效发

挥其正外部性提高农村居民收入。 另一方面,贫困县地区距离经济集聚中心较远,中心地区的经济

发展无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带来“涓滴效应”,致使贫困县农村居民无法真正享受经济集聚可能带来

的发展红利。 其结果便是贫困县农民收入远低于非贫困县农民收入,甚至出现顽固性贫困等极端

现象。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已有研究因未具体细分经济集聚对国定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地区农民收

入的影响差异,最终很有可能导致实证结果与客观现实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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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含义
非贫困县 国定贫困县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income 农民人均收入 8
 

406 4
 

211 2
 

517 28
 

834 5
 

083 2
 

668 1
 

308 13
 

212

lned 经济集聚 6
 

860 30
 

007 24. 59 482
 

137 178 285 0. 86 2
 

652

lnds 工业化率 1. 26 0. 63 0. 001 2. 13 0. 54 0. 48 0. 001 1. 22

lncir 资本劳动比 23
 

750 19
 

773 889 111
 

696 18
 

245 17
 

619 814 107
 

760

lnfpt 人均农业总产值 5
 

357 3
 

090 0. 01 30
 

047 4
 

678 1
 

960 1
 

384 14
 

587

　 　 注:由于川渝地区部分非贫困县三次产业中农业占比较低,农林牧渔总产值较少(如渝中区、锦江区),

故表中非贫困县的“人均农业总产值”最小值仅为 0. 01,由于其并非异常值故本文予以保留,以确保研究结

论符合现实情况。

五、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经济集聚与农村居民收入的空间相关性检验

为更加直观地反映和考察川渝地区各区县经济集聚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

关程度,本文首先采用 Moran’s
 

I 指数对前述各因素变量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 全局 Moran’ s
 

I
 

指

数测度公式如下:

M =
􀰐

n

i = 1
􀰐

n

j = 1
Wij(xi -x)(x j - x)

S2􀰐
n

i = 1
􀰐

n

j = 1
Wij

(4)

式(4)中, S2 =
􀰐

n

i = 1
(xi - x) 2

n
, x = 1

n 􀰐
n

i = 1
xi ,n 为区域的数量,xi 为观测变量(分别为农民人均纯

收入和经济集聚情况), Wij 为空间权重矩阵,采用考虑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时间距离空间权

重矩阵 W2 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三种形式。
传统的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1 忽视了实际道路通勤的效率,采用两地间的通行时间距离空

间权重矩阵W2 考虑了实际道路通勤效率加以改进。 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W3 进一步考虑了实

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额,可以更好地考察各地区间的经济关系。 限于篇幅,本文只报告了使用反

映时间距离和经济特征的空间权重矩阵( W2 与 W3)的实证结果。
基于时间距离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的全局 Moran’ s

 

I 指数检验结果

表明(表 3):川渝地区各区县农村居民收入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在 2006—2017 年期间均在 1%水

平上显著,表明各区县农村居民收入并非完全随机空间分布,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 此外,两
种空间权重矩阵的计算结果虽出现细微波动,但总体上都呈现上升趋势。 可以认为川渝地区农村

居民收入的空间依赖性显著且在逐步增强。 对经济集聚的全局 Moran’ s
 

I 指数检验结果证实了川

渝地区各区县历年的经济集聚同样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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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集聚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年份
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农村居民收入 经济集聚 农村居民收入 经济集聚

2006 0. 208
(0. 000)

0. 048
(0. 000)

0. 396
(0. 000)

0. 055
(0. 004)

2007 0. 212
(0. 000)

0. 050
(0. 000)

0. 404
(0. 000)

0. 058
(0. 003)

2008 0. 212
(0. 000)

0. 050
(0. 000)

0. 408
(0. 000)

0. 058
(0. 003)

2009 0. 213
(0. 000)

0. 049
(0. 000)

0. 398
(0. 000)

0. 058
(0. 003)

2010 0. 214
(0. 000)

0. 051
(0. 000)

0. 420
(0. 000)

0. 062
(0. 002)

2011 0. 214
(0. 000)

0. 052
(0. 000)

0. 423
(0. 000)

0. 059
(0. 003)

2012 0. 210
(0. 000)

0. 050
(0. 000)

0. 420
(0. 000)

0. 062
(0. 002)

2013 0. 208
(0. 000)

0. 060
(0. 000)

0. 428
(0. 000)

0. 068
(0. 002)

2014 0. 214
(0. 000)

0. 059
(0. 000)

0. 426
(0. 000)

0. 067
(0. 002)

2015 0. 220
(0. 000)

0. 061
(0. 000)

0. 431
(0. 000)

0. 069
(0. 002)

2016 0. 219
(0. 000)

0. 068
(0. 000)

0. 432
(0. 000)

0. 080
(0. 001)

2017 0. 221
(0. 000)

0. 068
(0. 000)

0. 432
(0. 000)

0. 081
(0. 001)

　 　 　 　 注:括号内为 p 值。

(二)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动态分析

从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看(表 4),农村居民收入

的时间滞后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均显著为正,农村居民收入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了较强的路径依

赖和“滚雪球”特征,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无外部强烈变化的情况下,往后时期中该地区

农村居民收入仍然将继续保持高位。 可以认为在这些地区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经济循环正反馈体

系,不论是从资源的有效利用,还是先进技术的合理使用上,这些地区基本上均已走上了可持续发

展路径。 同时,由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提升会形成一种“模范效应”,受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相
邻地区间经济联系将更加紧密,有利于进一步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达成共同进步的良好局面。

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系数无法直接反映各变量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影响,本文通过偏

微分方法进一步求解出不同时期空间溢出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28] ,分解结果见表 5。
首先,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短期直接效应均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在两种空

间权重矩阵( W2 与 W3)下结论一致。 说明在短期内,由于某地区的经济集聚会吸引大量外来人员

涌入,加剧了本地区农村居民的就业和生活压力,这种由经济集聚产生的“拥挤效应”不但不利于本

地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还变相增加其生活居住成本,导致短期直接效益显著为负的不利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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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income

(1) (2)

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lnincome -1
0. 625

 

4∗∗∗

(6. 03)
1. 382

 

3∗∗∗

(6. 48)

lnincome -1·W 0. 060
 

9∗∗∗

(3. 69)
0. 060

 

3∗∗∗

(5. 23)

lned 0. 019
 

6∗∗

(2. 11)
0. 046

 

7∗∗∗

(4. 76)

lnds 0. 003
 

1
(1. 57)

0. 007
 

1
(0. 85)

lncir 0. 010
 

5∗∗∗

(3. 09)
0. 012

 

3∗∗∗

(3. 51)

lnfpt 0. 006
 

5
(1. 33)

0. 008
 

1
(0. 87)

lned·W 0. 006
 

3
(1. 06)

0. 089
 

1∗

(1. 88)

lnds·W -0. 048
 

0∗∗∗

(-3. 76)
-0. 055

 

5∗∗∗

(-4. 48)

lncir·W 0. 134
 

0
(1. 52)

0. 151
 

7∗

(1. 74)

lnfpt·W 0. 050
 

1∗∗∗

(5. 77)
0. 101

 

2∗∗∗

(8. 52)

R2 0. 965 0. 973

　 　 　 　 注:1. 括号内为 t 统计量;2. ∗∗∗、∗∗和∗分别代表在 1%、5%和 10%的水平上显著。 下同。

其次,经济集聚存在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短期间接效应。 尽管在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下该效应并不显著,但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 W2 与 W3)下均表现出了正向的短期间接效应特征。
可见,这种由于地区经济集聚水平提升,一方面将有利于促进地区的经济发展,通过发挥“规模效

益”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为外来进城务工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利

于其收入提升,并通过“溢出效应”等反哺农村地区发展。
表 5　 川渝地区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影响效应
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短期效应 长期效应

直接效应 -0. 021
 

4∗∗

(-2. 07)
0. 048

 

6∗∗

(2. 39)
-0. 038

 

3∗∗

(-1. 99)
0. 048

 

4∗∗∗

(4. 02)

间接效应 0. 040
 

3
(1. 01)

0. 058
 

5∗

(1. 70)
0. 151

 

9∗

(1. 74)
0. 059

 

2∗∗

(2. 01)

总效应 0. 018
 

9
(1. 50)

0. 009
 

9∗∗

(2. 27)
0. 113

 

6∗∗

(2. 37)
0. 010

 

8∗∗∗

(3. 40)

　 　 最后,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 W2 与 W3)下,经济集聚的长期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
理论上,从长期发展来看,经济集聚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形成外溢效应:第一,地理集中生产促进专

业化投入和服务的发展,有利于进城务工人员工资提高。 第二,地理集中生产能够创造完善的高度

专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具有多样性的“劳动力池”,有利于满足劳动力的就业需求。 第三,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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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生产有助于信息和技术等通过正式或非正式渠道在各区域间交流,形成一种“知识外溢”效果。
在长期中,随着经济集聚规模的不断扩大、多样性的不断拓展,各区域都将有利于形成各具特色的

经济聚集区,最终整体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因此,经济集聚这一不断发展的动

态过程对本地和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增强影响将长期存在,证实了假说 1“经济集聚可以

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影响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合理性。
(三)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空间非对称性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各区县按贫困县与非贫困县标准进行划分,进一步厘清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

增长的影响是否会因不同地区性质而具有显著差异,检验空间非对称性是否客观存在。
表 6 报告了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两类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情况:首先,在两

种空间权重矩阵( W2 与 W3)下,经济集聚对非贫困县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均在不同显著性水平下

存在显著的正向直接与间接双重影响。 其次,尽管在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下,经济集聚对贫

困县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具有正向的直接效应但不显著,但却分别在 1%和 5%的水平下具有显著

的负向间接(溢出)效应。
可见,与非贫困县相比,由于贫困县自我资本积累能力有限,对政府“输血式”扶贫政策的依赖

性较强,导致邻近区县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涓滴效应”不仅未能有效渗透到贫困县地

区,甚至还会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造成不利影响。 这种经济集聚只对非贫困县农民

增收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对贫困县农民增收影响不显著的情况,说明经济集聚并不总能有效增

强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也进一步证实了经济集聚对农民增收减贫效应会因非贫困县与贫困

县不同地区性质,而呈现出很强的空间非对称性,这与王小华等[29]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
表 6　 川渝地区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分组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lnincome

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6)

非贫困县

(7)

贫困县

(8)

非贫困县

(9)

贫困县

lned 0. 077
 

0∗∗∗

(4. 57)
0. 039

 

3∗

(1. 73)
0. 117

 

9∗∗∗

(8. 34)
0. 046

 

6
(0. 67)

lnds -0. 010
 

5∗∗

(-2. 29)
0. 012

 

8∗∗∗

(3. 57)
-0. 014

 

36∗∗∗

(-2. 93)
0. 013

 

5∗∗∗

(2. 98)

lncir 0. 043
 

9∗∗∗

(7. 35)
0. 019

 

5∗∗

(2. 33)
0. 020

 

9∗∗∗

(3. 33)
0. 020

 

7∗∗

(2. 19)

lnfpt 0. 011
 

3∗∗

(1. 99)
0. 038

 

2
(1. 50)

0. 020
 

3∗∗∗

(3. 43)
0. 124

 

7∗

(1. 88)

lned· W 0. 070
 

3∗∗

(2. 46)
-0. 089

 

7∗

(-1. 83)
0. 086

 

3∗∗∗

(3. 93)
-0. 107

 

2∗∗

(-2. 23)

lnds·W 0. 015
 

5
(1. 12)

-0. 018
 

39
(-1. 46)

-0. 033
 

0∗∗∗

(-3. 87)
-0. 052

 

1∗∗

(-2. 43)

lncir·W 0. 105
 

6∗∗∗

(5. 69)
0. 008

 

3∗∗

(2. 36)
0. 002

 

8
(0. 28)

0. 041
 

3∗∗

(2. 01)

lnfpt·W 0. 047
 

6∗∗

(2. 16)
0. 129

 

4∗∗

(2. 48)
0. 001

 

8
(0. 18)

0. 300
 

6∗∗∗

(5. 51)

R2 0. 948 0. 936 0. 975 0. 964

　 　 进一步就经济集聚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的直接、间接与总效应分解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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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研究发现(表 7):首先,本地区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利于非贫困县农民增收,但未能显著促进贫

困县农民收入增长。 在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下,本地区经济集

聚程度每提高 1%会分别促使当地非贫困县的农民增收约 0. 1%和 0. 16%,但是对当地贫困县的农

民增收效应并不显著。
其次,邻近区县经济集聚程度提高同样有利于促进当地非贫困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反而会

导致当地贫困县农民收入减少。 在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下,邻
近区县经济集聚程度每提高 1%会促使当地非贫困县的农民增收约 2. 46%和 0. 61%,而使贫困县的

农民收入减少约 1. 05%和 0. 28%。
最后,从总效应来看,经济集聚对非贫困县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

对于贫困县则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这是由于贫困县地区距离经济集聚中心的“运输成本”较

高,加上当地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导致经济集聚的“正外部性”无法有效渗透进来,外部知

识、先进技术无法形成有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由此造成了经济集聚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增

长产生了负面影响。 综上,实证研究的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说 1。
表 7　 川渝地区分地区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

影响效应
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2 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 W3

非贫困县 贫困县 非贫困县 贫困县

直接效应 0. 095
 

9∗∗∗

(6. 54)
0. 027

 

0∗

(1. 70)
0. 158

 

4∗∗∗

(6. 98)
0. 061

 

2
(1. 13)

间接效应 2. 464
 

0∗∗

(2. 41)
-1. 050

 

0∗

(-1. 80)
0. 614

 

8∗∗∗

(7. 85)
-0. 277

 

6∗∗

(-2. 30)

总效应 2. 559
 

8∗∗∗

(3. 52)
-1. 023

 

1∗

(-1. 73)
0. 809

 

5∗∗∗

(7. 31)
-0. 338

 

8∗

(-1. 71)

　 　 (四)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检验

尽管前文的研究已经表明,从长期来看,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直接

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兼具的空间相关性典型特征,但这种效应是否会受规模效应大小的影响,以
及是否会随着经济距离的增大而减弱呢? 因此,本文进一步将基于规模效应和随距离衰减特征的

视角进行实证检验。
传统理论大多认为,规模效应可分为人口规模效应、创造就业效应和超大经济规模效应三类。

考虑到以上三种规模效应的实现均离不开大量劳动力的投入和使用,因此,本文最终选用人口规模

(lnhrepop)来检验经济集聚规模效应的存在性。 人口规模数据为川渝地区 218 个区县 2006—2017
年的户籍人口数⑥。

为了验证经济集聚对农民收入影响是否具有随距离衰减特征,本文根据 Krugman[13] 的“中心—
外围”理论提出“经济集聚中心”概念,即结合川渝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选取经济集聚程度最高的

成都市青羊区和重庆市渝中区作为“经济集聚中心”,以其余 216 个区县与两个“经济集聚中心”之

一最近的实际通勤时间作为“时间距离”对其排序⑦,并将其每间隔 30 名划分为一个组别。 类似地,

94

⑥

⑦

实际上,常住人口数作为制定区域政策和发展计划的重要指标,适用领域广泛,且对人口规模的衡量更为准确和科学,但由于常住人口

数据缺乏,故本文采用户籍人口数作为人口规模的代理指标。
具体而言,鉴于两地区政府所在地均处于商业中心位置(CBD),故在手工收集各区县到“经济集聚中心”的距离时,设定各区县的政府

所在地为起点,两个“经济集聚中心”区县的政府所在地为终点,根据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获得“时间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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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经济距离”作为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 模型设定的最终形式如下:
lnincomeit =β 0 +β 1 lnedit +β 2X it +β 3 lnedit·X it +β 4 lndsit +β 5 lncirit +β 6 lnfpt it +θ i +λ t + ε it

 (5)
式(5)中, X it 分别为检验规模效应时的各县域人口规模,以及检验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影

响随距离衰减特征时的“时间距离”与“经济距离”; θ i 和 λ t 分别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
相关检验结果如表 8 所示。 首先,根据模型(1)的实证结果,经济集聚、人口规模以及其交互项

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 表明川渝地区各区县的人口规模越大,越有利于经济集聚,进而促进农

村居民收入增长,验证了规模效应的客观存在。 其次,模型(2)的回归结果表明,与经济集聚中心

“时间距离”越近的区县,越有利于发挥经济集聚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但随着“时间距离”
不断增加,该效应的作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 当各区县与经济集聚中心的距离排序超过 90 时,经济

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效果将不显著,当距离排序超过 180 时,该增收减贫效应甚至出现

了显著的负向效果。 这一结果再次充分地从侧面表明,对于距离经济集聚中心较远的偏远区县而

言,经济集聚中心的“虹吸效应”将远远大于其“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其结果便是偏远的特困

地区无法真正享受到经济集聚带来的发展红利,反而不利于其增收减贫目标的实现。 最后,当使用

“经济距离”作为参照时,模型(3)的实证结果也得到了类似结论,确保了结果的稳健性。 可见,实证

结果证实了理论假说 2 的合理性。
表 8　 川渝地区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的规模效应与随距离衰减特征检验

被解释变量
lnincome

(1)
规模效应

随距离衰减特征

(2)
时间距离

(3)
经济距离

lned 0. 024
 

7∗∗∗

(23. 46)
0. 064

 

1∗∗∗

(11. 46)
0. 098

 

6∗∗∗

(13. 08)

lned·lnhrepop 1. 006
 

2∗∗∗

(9. 02)

lnhrepop 0. 654
 

9∗∗∗

(3. 89)

排序 1—30 2. 310
 

1∗∗∗

(8. 64)
3. 100

 

5∗∗∗

(11. 01)

排序 31—60 1. 676
 

0∗∗∗

(3. 31)
1. 995

 

6∗∗∗

(3. 66)

排序 61—90 1. 048
 

1∗

(1. 77)
0. 987

 

0∗∗

(2. 44)

排序 91—120 0. 700
 

5
(0. 99)

0. 720
 

3
(1. 55)

排序 121—150 -0. 503
 

3
(-0. 91)

-0. 862
 

0
(-1. 01)

排序 151—180 -0. 913
 

3
(-0. 42)

-1. 057∗

(-1. 82)

排序 181—218 -1. 000
 

9∗∗

(-2. 17)
-1. 277

 

1∗∗

(-2. 3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 Yes Yes Yes

R2 0. 936 0. 526 0. 773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运用集聚理论及空间计量方法,对川渝地区 218 个区县的经济集聚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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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基于时间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和经济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建立静态和动态的双固定空间杜宾模型

实证研究了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并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进行了比较分析,研究结

论及相应的政策启示如下。
首先,从全样本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看,农民收入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了很强的路径依赖和

“滚雪球”的特征,虽然短期内经济集聚的形成未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经
济集聚对本地和其他地区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都存在显著的正效应。

其次,从分样本回归来看,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涓滴效应”不仅没能有效渗透到贫困县

地区,还对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存在着不利的影响,经济集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在非

贫困县与贫困县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空间非对称性。
最后,本文验证了经济集聚规模效应的存在并间接验证了虹吸效应的存在,在偏远地区虹吸效

应大于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不利于农村居民收入增长。
综上,经济集聚已成为县域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在肯定经济集

聚对农村居民收入积极作用的同时,更要重视:第一,在“后脱贫攻坚时期”,既需要继续加强经济中

心的总体规模,扩大集聚的范围和深度,又需要重视“经济集聚并不能有效地增强深度贫困地区的

农民增收减贫”问题,针对贫困县与非贫困县的差异,合理调整政策,有意识地将乡村振兴战略与精

准扶贫和深度扶贫政策相结合,改善贫困县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 第二,经济集聚形成的中心

区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政府应尽可能地消除区域间的体制机制障碍,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充分发

挥看不见的“第三只手”的力量来推动区域间交流与合作,这样既可以减少对外围地区的排挤效应,
又可以充分释放中心地区的溢出效应。 第三,要想充分发挥地区经济集聚带来的溢出效应需要进

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使得城市与乡村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经济集聚较强的区县应该

充分发挥地区的示范和扩散效应,加强与周边落后区县的经济合作交流,将溢出效应渗透到偏远地

区,持续推进农民收入增长。 第四,应当继续加强对贫困县地区的教育扶贫投入,通过提升贫困地

区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从根源上“扶贫” “扶志”和“扶智”,切实破解“贫困陷阱” “顽固贫困”和

“贫困代际传递”三个关键反贫困问题,以巩固脱贫攻坚战略成果和增强防贫经验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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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the
 

key
 

issues
 

and
 

practical
 

demands
 

of
 

regional
 

economics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s.
 

Whether
 

they
 

can
 

􀆵 complement
 

each
 

other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lthough
 

the
 

task
 

of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now
 

been
 

completed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objective
 

fact
 

that
 

some
 

key
 

issues
 

such
 

as
 

􀆵 poverty
 

trap   
 

􀆵 stubborn
 

poverty  
 

and
 

􀆵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still
 

exist 
 

the
 

realization
 

of
 

sustained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tradition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is
 

crucial
 

to
 

break
 

the
 

shackles
 

of
 

poverty
 

and
 

prevent
 

poverty-returning
 

in
 

contiguous
 

areas 
 

and
 

it
 

has
 

import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Unde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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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conomic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rural
 

residents􀆶
 

income
 

growth.
 

We
 

believe
 

tha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can
 

affect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through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but
 

it
 

has
 

significant
 

spatial
 

asymmetry
 

characteristics
 

for
 

neighboring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center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the
 

region
 

has
 

both
 

scale
 

effect
 

and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distance.
 

Taking
 

218
 

districts
 

and
 

countie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which
 

have
 

the
 

most
 

dynamic
 

economy
 

and
 

relatively
 

prominent
 

poverty
 

problems
 

in
 

the
 

west 
 

as
 

a
 

s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patial
 

weight
 

matrix
 

reflecting
 

geographic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dynamic
 

spatial
 

Dobbin
 

model
 

for
 

empirical
 

test.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increasing
 

farmers􀆶
 

income
 

and
 

reducing
 

povert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snowball 
 

in
 

the
 

time
 

dimension 
 

and
 

has
 

long-term
 

positive
 

direct
 

effect
 

and
 

spillover
 

effect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but
 

its
 

short-term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should
 

still
 

be
 

the
 

focus
 

of
 

local
 

governments
 

work
 

and
 

must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a
 

long
 

time.
 

The
 

results
 

of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traditiona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and
 

non-poor
 

countie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has
 

typical
 

spatial
 

asymmetry.
 

The
 

impa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center 
 

on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has
 

obvious
 

scale
 

effect
 

and
 

attenua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
 

distance.
 

Economic
 

agglomeration
 

not
 

only
 

fails
 

to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income
 

growth
 

of
 

rural
 

residents
 

in
 

remote
 

and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but
 

also
 

further
 

aggravates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income
 

situation
 

of
 

local
 

rural
 

residents.
 

It
 

suggests
 

that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period 
 

when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re
 

effectively
 

connected 
 

we
 

should
 

not
 

only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scope
 

and
 

depth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
 

in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between
 

poor
 

and
 

non-poor
 

counties 
 

adjust
 

policies
 

reasonably 
 

combin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with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ep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ncome
 

situ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n
 

poor
 

counties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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